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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碑志文的正体与变体
徐 海 容

(东莞理工学院 中文系,广东 东莞523808)

摘 要:碑志文源于先秦,多用于殡葬礼俗。汉以后碑志文创作兴盛,最终呈现出正体、变体两种形式,

蔡邕和韩愈分别为其代表作家。碑志文正、变之间的演进合乎时代社会风气和文学发展规律,其区别在于体

例格式、思想内容及写作手法的不同。正体和变体既是相互对立的,又是相互联系的,其相互作用促进了碑志

文体品位和审美要求的形成,也促进了碑志文创作的繁荣,具有重要的文体辩证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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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辨别文体的意识,碑志文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文体,源远流长,正如刘勰

所云:“碑者,埤也。上古帝皇,纪号封禅,树石埤岳,故曰碑也。”[1]214文各有体,碑志文自秦汉以来,
便形成了独特的文体特性和审美追求。学界论述碑志之体,多以正、变区分,如吴讷说:“其为文则

有正、变二体,正体唯叙事实,变体则因叙事而加议论焉。”[2]149徐师曾云:“碑之……主于叙事者曰

正体,主于议论者曰变体,叙事而参之以议论者曰变而不失其正,至于托物寓意之文,则又以别体列

焉。”[2]144罗宗强[3]、曾枣庄[4]等于此亦多说明。诚如所论,碑志文的产生和碑志文文体的观念形成

是两个不同的问题,对前者的研究应聚焦文体客观存在的发生发展,对后者的研究应注重思想观念

层面的追根溯源。碑志文研究中涉及文体学的内容,是文体认知外显的一种现象,是研究文体观念

发生的重要视角[5]。故对碑志文之体,有深入钻研的必要。有鉴于此,本文对碑志文发展过程中的

体式问题进行探讨,抛砖之论,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碑志形态与碑志文文体意识的形成

文体观念的发生是人的思维、语言形式与社会需求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,是中国文体学

研究的重点。碑志文刻于碑上,碑是碑志文的书写载体,故论碑志文之源,需论碑制演变史。《说
文》云:“碑,竖石也。”[6]《仪礼·公食大夫礼》云:“士举鼎,去鼎外次入,陈鼎于碑南,南面西上。
……庶羞陈于碑内,庭实陈于碑外。”[7]《礼记·杂记》云:“宰夫北面于碑南,东上。”[8]1120可见先秦就

有碑制。《礼记·丧大记》:“君葬用輴,四綍,二碑,御棺用羽葆。大夫葬用輴,二綍,二碑,御棺用

茅。”[8]1187此后,“自周衰,战国秦汉皆以碑悬棺,或以木,或以石。既葬,碑留圹中,不复出矣。其后

稍书姓名爵里其上。至后汉,遂作文字”[9]。早期“碑”多用于殡葬,其后,碑上刻录的文字就成为碑

志文的滥觞,但这种文体形态主要由殡葬活动的功能决定,而非出于制文者自觉的文体意识。在文

章尚未独立之时,文体命名多采用载体以称名。碑是碑志文的载体和传播工具,早期人们所言

“碑”,既指作为实物存在的碑,又指铭刻于碑上的文字,具有双重含义。汉代刘熙在《释名》中最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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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这一现象进行阐释,概括上古时期先民的碑志观念,他说:“碑者,被也。此本葬时所设也。施辘

轳以绳被其上,引以下棺也。臣子追述君父之功美,以书其上,后人因焉。故建于道陌之头,显见之

处,名其文谓之碑也。”[10]此说广为后人所接受,如唐代陆龟蒙《野庙碑》所论:“碑者,悲也。古者悬

而窆,用木。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,因留之不忍去,碑之名由是而得。”[11]4057

伴随着碑刻的进一步发展,碑志意识走向自觉和成熟。在秦汉碑志文中,篇章名称已直接出现

“某某碑”的文体之名,部分碑刻会在碑额刻写“某某碑”的标题,如“武斑碑”额题“故敦煌长史武君

之碑”,“鲜于璜碑”额题“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”等[12]。此处之碑未必即指文体,可能仅指书写载

体及刻写媒介,但对后世碑志文的文体认定有较大影响。“后汉以来,碑碣云起”[1]214,碑刻题额愈

加普遍,这就导致但凡碑志文谋篇行文必有标题。从偶尔到普遍,碑志文题名的出现经过了一个相

当长的过程,这不仅体现了书写者对碑志文独立性和结构完整性的认识,也反映出对碑志文内容、
性质乃至文体的认定,故对碑志文篇章的题名及定型,是文章学和文体学发展的重要标志。这在秦

汉以来的碑志文中表现尤为突出,这一时期的碑志文形态及意识多限于两类:一是纯仪式性与制度

性的行为;二是诉诸特定载体的文字记录。
范文澜说:“秦始皇巡行各地,命李斯写颂文,刻石纪功,开立碑碣的风气。”[13]碑志文形态的独

立及随之而来的碑志文文体意识,是秦汉文体学的重要基础。由于大一统王朝的建立,政治、经济

与文化都需要体制化和规范化,“书同文,车同轨”,这种统一与规范的风气在文体学上也有反映。
秦代碑志文便显现出严谨与规范之势。秦刻石现存7篇,为李斯所作,皆有标题,内容以铭功颂德

为主。如《琅琊台刻石》:“维二十六年,皇帝作始。端平法度,万物之纪。……乃抚东土,至于琅

琊。”[14]288这篇碑文在体制上已具备“序”的形式,尽管序文居铭辞之后,但对碑志文形成前序后铭的

体制特点有创始意义,姚鼐曰:“周之时有石鼓刻文,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,汉人作碑文,又加以序。
序之体,盖秦琅琊具之矣。”[15]可见以刻石为代表的秦代碑志文在标题制作和内容书写方面已具程

式,与先秦碑志文相比,更具系统性和完整性。鲁迅说:“二十八年,始皇始东巡郡县,群臣乃相与诵

其功德,刻于金石,以垂后世。其辞亦李斯所为,今尚有流传,质而能壮,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。”[16]

刻石文不仅为碑志文的体制确立做出了贡献,其“质而能壮”的风格也奠定了碑志文的写作特点,对
碑志文的文体规范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汉代承秦而来,随着社会发展,碑志文的形态及文体规范有了较大进步。祝嘉《书学史》云:“光
武中兴,武功既盛,文章亦隆,书家辈出,百世宗仰,摩崖碑碣,几遍天下。”[17]汉代统治者推行孝悌

治国之道,于官于民多立碑旌表。当时墓祀习俗繁盛,树碑作志,表现悲祭之礼,有利于展现抒发亲

孝之情。碑志文体例的独立与完备成立于此际,这时碑志文已形成一些共同的创作倾向,对于文章

结构内容有细致要求,具体表现为行文继承秦代碑志文创作序铭结合、先后有致的体制特色,在序

文中先介绍碑主的名讳、世系、祖业,再逐级叙写碑主的才华贡献、官阶履历、生平政绩等,铭文进行

总结,交代立碑表墓情况。《卫尉卿衡方碑》《娄寿碑》已具序、铭两部分内容。《河间相张平子碑》序
文开头即介绍碑主张衡的名讳、门第、世系,再对其进行整体评价,就其天资才华、道德文章、术数制

作、辞赋技艺等进行详述,最后彰明立碑表墓之因,铭词以四言韵语作总评,赞赏张衡一生。班固

《封燕然山铭》前序后铭,在体制上进一步发展了秦刻石的碑志文体例,行文称功颂德遵守“天子令

德,诸侯言时计功,大夫称伐”[18]的等级规范,叙写详尽,文辞优美。这种写法建立在对碑志文体式

与风格准确把握的基础上,不仅是一种创作方式,还反映出作者本人强烈而自觉的文体意识,具有

文体学的意义。由秦至汉,碑志文前有序后有铭的写作体制及规范就此渐成,这种写作规范颇具强

烈的实用性和仪式性。碑志文的写作形态一旦固化,其文体意识也就渐次成熟。正如桓范《世要

论》云:“刊石纪功,称述勋德,高邈伊周,下陵管晏,远追豹产,近逾黄邵,势重者称美,财富者文丽。
后人相踵,称以为义,外若赞善,内为己发,上下相效,竞以为荣。”[19]

二、碑志文正体之定型及体现

文体风格指不同体裁、不同式样的作品具有某种相对稳定的独特风貌和规范,古人一般称文体



艺术特征为“体”“体制”“大体”“大要”及“势”等。刘勰《文心雕龙·定势》:“夫情致异区,文变殊术,
莫不因情立体,即体成势也。势者,乘利而为制也。……箴铭碑诔,则体制于宏深。……此循体而

成势,随变而立功者也。”[1]530宋人倪思云:“文章以体制为先,精工次之。”[2]14文体风格的形成绝非

一蹴而就,往往要在较长时期经过无数作家的创作实践,才能建立一种广为流传的模式,其中个别

作家的突出成就使这种创作模式得以确立。后世作家不断效仿,从而使得这种模式稳定成为一种

文体创作规范,正如钱锺书所云:“名家名篇,往往破体,而文体亦因以恢弘焉。”[20]66碑志文也是如

此,从先秦古碑到东汉碑志文创作的繁盛及碑志文文体规范的确立,离不开文体演进的内在规律,
更离不开诸多碑志文作家的努力,李斯、蔡邕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。

李斯刻石文已具“序”的形式,尽管序文居于铭辞之后,但对碑志文前序后铭的体制形成影响深

远。碑志文创作“后汉以来,作者渐盛”,刘师培云:“文章各体,至东汉而大备。”[21]当时文人如崔

瑗、胡广、桓麟、孔融、马融、卢植、服虔、边韶、张升、张超、皇甫规、刘珍、潘勖、繁钦等,都投身于碑志

文写作,其作品虽多或失考或不存,而从现存碑志文看,已表现出明显的文体规范,尤以蔡邕为甚。
王应麟《困学记闻》:“蔡邕文今存九十篇,而铭墓居其半,曰碑,曰铭,曰神诰,曰哀赞,其实一

也。”[22]身为文坛领袖,蔡邕常奉诏应制,书写各类碑志文,他利用自身的才华和地位,最终确立碑

志文之体性、内容及形制方面的基准和程式。
蔡邕对碑志文体制确立的贡献有三个方面:第一,在碑志文书写内容上倡导史笔实录、记功彰

美的写作准则,其《铭论》云:“天子令德,诸侯言时计功,大夫称伐。……钟鼎礼乐之器,昭德纪功,
以示子孙,物不朽者,莫不朽于金石,故碑在宗庙两阶之间。近世以来,咸铭之于碑。”[23]198在具体的

碑志文作品中,蔡邕于此也多有阐释,如《太尉杨秉碑》:“刊石树碑,表勒鸿勋,赞懿德,传亿

年。”[23]763《陈寔碑》:“俾后生之歌咏德音者,知丘封之存斯也。……树碑刊石,垂世宠光。”[23]781指
出碑志文的职能在于宣扬死者声名,恢弘功德,垂芳后世。《太尉乔玄碑阴》《太尉杨赐碑》则对碑志

文的具体写法提出要求:“事之实录,书于碑阴。”[23]775这就是要合乎礼制,具备史家实录精神。第

二,在创作格局上,蔡邕明确了碑志文志铭结合、前序后铭的文体规范,如《太尉李咸碑》《琅琊王傅

蔡朗碑》《陈寔碑》《郭泰碑》《胡广碑》等,从墓主名讳家世写起,历叙其官阶功德,直至丧葬,铭词予

之总结赞誉,均前志后铭,记事颂功,体例谨严。第三,蔡邕碑志文在语言形式上继承《尚书》的书写

特点,四字一句,齐整划一,追求典雅纯正、古朴工稳,如《汝南周勰碑》写墓主“玄懿清朗,贞历精粹,
体仁足以长人,嘉德足以合礼”[23]761,《处士圈典碑》写墓主“清理条畼,精微周密。包括道要,致思无

形”[23]766,文辞厚朴雅正,颇具承前启后之功。碑志文文体的成熟,一方面体现为具有稳定的写作准

则和体例格式,另一方面体现为句式的典正古雅。蔡邕从理论和实践上对碑志文发展贡献甚大,他
的36篇碑志文在思想内容、结构体例及语句修辞等方面都表现出色,赋予了碑志文以固定的风格

特性和审美特征,确立了创作典范,从而带动了碑志文的创作,范文澜《墓志铭考》曰:“东汉则大行

碑文,蔡邕为作者之首,后汉文苑诸人,率皆撰碑。”[1]214足见其影响之大。
此后对碑志文给予独立文体定位,且能从体裁、风格、创作准则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的是刘勰,

其《文心雕龙》专列《诔碑》一章,论述碑志文和诔文两类文体。刘勰首先对碑志文的起源、流变及功

能进行阐释:“夫属碑之体,资乎史才,其序则传,其文则铭。”指出其结构前序后铭、序铭结合、以史

为据的特点。接着从思想内容及体制格式等方面对碑志文进行界定:“标序盛德,必见清风之华;昭
纪鸿懿,必见峻伟之烈”,“此碑之制也”,指出碑志文记人写事铭功颂美、悼亡述悲的特点。刘勰还

对汉魏以来的碑志文作家进行了点评:“自后汉以来,碑碣云起。才锋所断,莫高蔡邕。……其叙事

也该而要,其缀采也雅而泽;清词转而不穷,巧义出而卓立;察其为才,自然至矣。孔融所创,有摹伯

喈;张陈两文,辨给足采,亦其亚也。”[1]214刘勰最推崇蔡邕碑志文,就其思想内容、语言形式、体例结

构等给予高度评价,认为此后孔融、孙绰等虽然学习蔡邕,但成就有所不及。
自蔡邕和刘勰之后,后世碑志文创作和理论探索蔚然成风。如元人潘昂霄《金石例》:“凡碑碣

之制,始作之,本铭志之式,辞义之要,莫不仿古以为准。”[25]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:“碑实铭器,铭



实碑文,其序则传,其文则铭,此碑之体也。”[2]150姚鼐《古文辞类纂·序目》:“碑志类者,其体本于

《诗》,歌颂功德,其用施于金石。……志者,识也,或立石墓上,或埋之圹中,古人皆曰志。为之铭

者,所以识之辞也。然恐人观之不详,故又为序。”[14]17

结合具体的碑志文创作,可推断其体例范式为:从内容题材看,以记叙死者的生平履历为主,具
体包括门阀出身、仕宦经历、功德品性、丧葬时地及家庭状况等,慎终追远,记功彰美,抒发哀思;从
体制形式看,分作志、铭两部分,前志后铭,志部写人叙事,铭部总结概括,赞誉伤悼;从写法讲,坚持

史家笔法,以叙事为主,虽为死者讳,扬善隐恶,但如实道来,不虚美,不妄赞,求不朽;从语言形式

讲,追求骈偶对仗,隶事用典,藻饰辞藻,古朴典雅,宏正富丽。碑志文体式的确立标志着其文体的

稳定成熟,蔡邕宏正典雅的碑志文被誉为模范,李兆洛《骈体文钞》云:“表墓之文,中郎为正宗,凡可

为规范者,皆在所录。”[25]后世文人多以蔡邕为宗,碑志文正体模式得以确立。

三、从正体到变体、别体

文体风格的形成,和文章本身所特有的写作对象、应用场合及文章形式等都有密切的关系,同
一文体在不同时代必然发生变化,这就出现文体的嬗变问题。沈约云:“自汉至魏,四百余年,辞人

才子,文体三变。”[26]张融《门律自序》:“夫文岂有常体? 但以有体为常,政当使常有其体。……且

中代之文,道体阙变,尺寸相资,弥缝旧物。吾之文章,体亦何异? ……汝若复别得体者,吾不拘

也。”[27]可见张融写文章已有意突破常体,追求新变。任何一种文体的成熟和稳定,都是相对而言

的。刘孝绰《昭明太子集序》:“孟坚之颂,尚有似赞之讥;士衡之碑,犹闻类赋之变。”[28]徐师曾《文
体明辨序说》:“盖自秦汉而下文愈盛,文愈盛,故类愈增;类愈增,故体愈众;体愈众,故辨当愈

严。”[2]78“政治社会变革下社会的需要,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,时人文体创作意识的增强以及文化教

育水平的高低”,都对文体发展“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系”[29]。随着时代的演进,文体自身必然不断

变化,以此适应新的社会历史文化的需求。
蔡邕体碑志文被誉为正宗,其古朴典雅、平稳工整、谨严庄重,影响了后世碑志文的文风,无论

在体例格式还是思想内容上,都确立了碑志文趋向高雅的文体品位。这一特征在魏晋六朝经孙绰、
沈约、徐陵、庾信等人的努力,踵事增华,最终形成对偶精工、用事繁富、音律谐美、辞藻华丽的骈俪

体碑志文。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,一种文体极度完备的同时,也是其僵化呆板的开始。蔡邕体碑志

文一方面在内容体制上高度规范,一方面弊端也日益明显。“铺排郡望,藻饰官阶,殆于以人为赋,
更无质实之意,加以为文者竞相文饰,使文章之道,多见虚浮华靡,气格不振。”[30]“数篇之后,落调

多同,用事多复,习见不鲜,遂成窠臼。”[31]229作品呆板质木,华而不实,充满程式化倾向,“情文无自,
应接未遑,造语谋篇,自相蹈袭,虽按其题,各人自具姓名,而观其文,通套莫分彼此。……固六朝及

初唐碑志通患”[20]1527。在此情况下,追求碑志文新变成为需要,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云:“夫设文之体

有常,变文之数无方。何以明其然耶? 凡诗赋书记,名理相因,此有常之体也;文辞气力,通变则久,
此无方之数也。名理有常,体必资于故实;通变无方,数必酌于新声。”[1]519文体有常是讲正体,变文

无方是讲变体,这就涉及文章正体、变体的问题。
变体碑志文诞生于中唐,这可以归因于绵延有唐一代的文风改革,其中时代政局及文化思潮的

变迁起着决定性作用。初唐四杰、陈子昂等主张诗文变革,盛唐文人如张说、苏颋等也努力改进文

风。中唐世乱多故,文章更需陈述匡时救弊的良方,时人治学论文都主张明道、宗经、致用,体现出

强烈的事功倾向。顾况《衢州开元观碑》感慨“夫道不可遇,文复何昌”[11]3181,李华、萧颖士、梁肃等

也倡导文学的现实意义。韩柳发起文体革新运动,主张以儒家“道统”精神统摄人们的思想行为,
“锐意钻仰,欲自振于一代”[32]。由通经致用到改革现实,是当时文学发展的潮流和文人的普遍诉

求。碑志文因其载体坚固、标志明显而易于诵读,也方便传播和宣教,自然成为文人张扬思想、推动

文学及政治革新的首选。在此背景下,碑志文文体进入剧烈的变革期,传统正体碑志文因记人载事

的美饰时事、铭功彰美,日显虚浮华靡之弊,已不适合时代需要,变体碑志文便应运而生。相对于传



统正体碑志文,变体碑志文呈现出一系列新的特征:
(一)体例格式不拘一格

吴讷论述碑志文称:“其为文则有正、变二体,正体唯叙事实,变体则因叙事而加议论焉。”[2]149

中唐文人借助碑志文倡扬儒道,反藩镇割据,反佛老学说,反奸佞,倡扬仁政,呼吁政治中兴,使碑志

文走出殡葬礼仪的传统,和现实政治诉求结合起来。文变染乎世情,变体碑志文往往根据实际需要

安排结构内容,在体例格式上打破常规,不仅写作秩序追求变革,在具体章法上也常常是一人一文、
一文一体,体现出文体形态的创新,故钱基博以“肆而不制,近于草野,则所以求辞体之解放,而为文

学之革新者尔”[31]209评价之。韩愈碑志文往往突破传统写法,体例形式不拘一格,常因行文需要而

改变,形式为内容服务,以“修其辞而明其道”[35]112,其《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》一反碑志文记叙墓主

一人功德事迹的惯例,接连写了八个“不信常通,而务鬼神,临死乃悔”的士大夫,揭露他们梦想长生

及因迷信炼丹最终服药而死的可悲结局,以“抑邪与正,辨时俗之所惑”[33]155。墓主若一生平平,无
功可彰,韩愈碑志行文则篇幅和格式都从简,或有志无铭,或有铭无志,甚至在写作秩序上也不按传

统写法从墓主门阀家世写至卒葬,而是因人因事而异,或先记家世生平而再叙事迹功勋,或先写其

事迹而再写世系,或不写家世生平而只写主要事迹。仅以开头而言,常不以传统的“公讳某字某某

地人”开始,而是根据需要灵活多变,如《襄阳卢丞墓志铭》结尾才提到墓主卢怀仁之名,《孔公墓志

铭》也是先写墓主上书辞官而后叙其门第政绩,《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》则“历官行迹,撮其大

者于前,而递详于后,此法易使人爽目。而欧阳、王宗之,变态百出矣”[34]。再如元稹《唐故工部员

外郎杜君墓志铭》,历数中国诗歌发展,直至文章后半部分才记述墓主杜甫的生平经历,说明作铭缘

由,在思想内容和体例格式上与蔡邕式正体碑志文相距甚远。
(二)叙述手法求新求变

和传统碑志文以哀悼为主、叙事平稳的风格形成对比,变体碑志文突破千篇一律的模式化风

貌,求新求变,常常突破传统碑志文以记叙为本的写法,注重情感抒发,多记叙、抒情、论理三位一

体,行文通过典型事例描写墓主,引入传奇小说和诗化笔法,改变了以铺叙罗列为主的传统碑志文

体式,人物形象生动鲜活,针砭时弊善善恶恶,使得记人论事更加具有纵深感。如韩愈《试大理评事

王君墓志铭》写墓主王适骗婚的情节,活灵活现,生动形象。《柳子厚墓志铭》针对刘柳易播一事,感
慨“士穷乃见节义”,指斥市侩落井下石:“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,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。闻子厚之

风,亦可以少愧矣!”[33]513《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》“抚今追昔,感慨存亡,旨在抒情”[35]124。这种以诗

笔入文、重在抒情的变体写法,多为时人所推崇,如李涂说:“退之志樊绍述,其文似绍述;志柳子厚,
其文似子厚。春蚕作茧,见物即成性,极巧。”[36]茅坤也以“变调”[34]824及“变体”[34]797论之。

(三)语言形式灵活自如

正体碑志文以骈辞俪句为准,林纾云:“以铭辞作碑文体,盖一味求古,是中郎一病也。”[37]53其
后孔融、孙绰步蔡邕后尘,随着南朝骈俪文的兴盛,碑志文对形式美的追求达到高峰,骈四俪六,雕
琢字句,“数理者多以诡妄为本,饰辞者务以淫丽为宗”[37]90。变体碑志文追求语言形式的新变,改
骈为散。陈子昂、王维、李白都探索以散体作碑志文,韩愈更是大胆摒弃传统正体碑志文的骈辞俪

句、藻饰文辞,以散体行文,追求语句的清新流畅,更显别致之美,如《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》:“姆抱

幼子立侧,眉眼如画,发漆黑,肌肉玉雪可念,殿中君也。当是时,见王于北亭,犹高山深林巨谷,龙
虎变化不测,杰魁人也;翠竹碧梧,鸾鹄停峙,能守其业者也。幼子娟好静秀,瑶环瑜珥,兰茁其牙,
称其家儿也。”[33]538相比于蔡邕式正体碑志文,韩愈式变体碑志文在语言方面更具优势,其余如穆

员、沈亚之、杜牧、李商隐、皮日休等人作碑志文,也都体现出此类特点。以韩愈为代表的中唐文人

身体力行,倡导包括碑志文在内的文章之变,改进中国叙事文学的职能和功用,推动文学创作对审

美性的追求,可谓意义深远。欧阳修《新唐书》所云“唐有天下三百年,文章无虑三变”,其中最重要

的一变,就是韩愈倡导的文体变革,其“排逐百家,法度森严,抵轹晋、魏,上轧汉、周,唐之文完然为

一王法,此其极也”[38]。韩愈变体碑志文影响颇巨,其后继者如王安石《翰林侍读学士知许州军州



事梅公神道碑》序文仅149字,铭文却长达800多字,墓主家世、名字、里贯、仕履等,均置于铭文中。
茅坤说:“通篇以铭序始,终亦变调。”[39]方苞《古文约选》评王安石《泰州海陵县主簿许君墓志铭》
云:“终属变体,后人不可仿效。”[34]2031除蔡邕、韩愈体碑志文外,唐末小品文兴起,碑志文多创变,如
罗隐、皮日休等人以小品文笔法作碑志文,往往不叙或少叙墓主官阶家世及性情习惯,多议论抒情,
借古喻今,感慨时事,短小精悍,记人写事往往不求其全,就其一点大加感慨,发不平之鸣,吐辞尖

锐,情思浓郁,讽刺辛辣,在内容体式上迥异于蔡邕、韩愈体碑志文,可谓碑志文正变之外的“别体”,
正是“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”[40]。

四、正体、变体与碑志文作为独立文体的历史辩证

辨别文体是碑志文发展的必然结果,从文学史实际看,文体自身常常处于变化不定的状态,而
变化往往是文体发展的途径。中国古典文体学认为文体演变遵循天地间普遍的体用规律。刘勰

《文心雕龙·风骨》:“洞晓情变,曲昭文体,然后能孚甲新意,雕昼奇辞。昭体,故意新而不乱,晓变,
故辞奇而不黜。”[1]514把昭体与晓变结合起来,这就是文体“通”与“变”的关系。

姚鼐《海愚诗钞序》云:“吾尝以谓文章之原,本乎天地。天地之道,阴阳刚柔而已。苟有得乎阴

阳刚柔之精,皆可以为文章之美。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,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,刚者至于偾强

而拂戾,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,则必无与于文者矣。然古君子称为文章之至,虽兼具二者之用,亦不

能偏优于其间,其何故哉? 天地之道,协和以为体,而时发奇出以为用者,理固然也。”[41]他认为文

体生成遵循着“协和以为体,奇出以为用”的自然规律,前者是文体生成的本体根据,后者是文体生

成的现实机制,而“体用不二”是文体存在的现实状态。
王若虚《滹南遗老集》云:“或问文章有体乎? 曰:‘无。’又问无体乎? 曰:‘有。’然则果如何?

曰:‘定体则无,大体则有。’答:不违反。”[42]大体(正体)须有,故应辨体;定体则无,故可变体。如果

没有大体,也就取消了各种文体的个性;文体之间没有区别,也就无文体可言。然而,又没有绝对的

一成不变的文体,故不可过分拘泥,不知变通。承认文之大体,同样也应该允许别体与变体,允许在

大体基础上的风格多样化。徐师曾《文体明辨序说》云:“文有体,亦有用。体欲其辨,师心而匠意,
则逸辔之御也。用欲其神,拘挛而执泥,则胶柱之瑟也。易曰:‘拟议以成其变化。’得其变化,将神

而明之,会而通之,体不诡用,用不离体。”[2]76徐师曾借用中国哲学的“体用”范畴辩证看待文体的体

制和实际运用,认为对文体的体制要详细辨明,不然就会失去文之大体,但具体运用不妨灵活,融会

贯通,不必拘泥。这样,体制不过分束缚创作,创作也不离开体制。袁宏道主张“修古人之体而务自

发精神,勿离勿合,亦近亦远”[43],故从心所欲而不逾矩,才是创作的高妙境界。
在文体史上,各种文体的产生、发展及演变互相影响。而不同文体的关联互动,时时给文体带

来新的生命力。唐代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,唐人创作上的变体为文,对文体风格的形成

有重大作用。宋人范温《潜溪诗眼》云:“盖变体如行云流水,初无定质,出于精微,夺乎天造,不可以

形器求矣。然要之以正体为本,自然法度行乎其间。”[44]主张作文以正体为本,讲求法度而不拘泥

于法度,要“奇正相生”,这就提出了文体创变的重要性。相对于正体,不破不立,因破而变,由变成

体,变体是一种创新,而创新往往是对正体最好的继承,正可谓通则变,变则久。变体为文,开拓了

文体的表现对象和表现方法,带来“陌生化”的美学效果,为文体注入新的活力[45]。钱基博云:“碑
志文有两体:一蔡邕体,语多虚赞,而纬以事历,《文选》《文苑英华》诸碑多属此宗;其一韩愈体,事尚

实叙而裁如史传,唐宋八大家以下多属此宗。”[35]122唐人常常以破体、变体、别体来改造旧文体,把一

种文体的艺术特征移植到另一文体之上,给传统文体带来新的风格。
刘勰《文心雕龙·通变》云:“斯斟酌乎质文之间,而櫽括乎雅俗之际,可与言通变矣。”[1]519在

《定势》中,刘勰又谈到各种文体之间可以互相融合,互相吸收,承认文体的互相渗透。同时,他又强

调文体本色,辩证论述文体风格的多样化与统一性,提出了文体主导风格的问题。从哲学意义而

言,每种事物都有保持自己质的稳定性的数量界限———度,文之大体就相当于文体的“度”,在这个



度内,作家可以“契合相参,节文互杂”[1]530,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,而一旦超过度,失去了本体,也
就破坏了文体的固有之美。由汉至唐,碑志形成正、变两体,各执一端,矫枉过正,渐行渐远,这对碑

志文的发展极为不利。宋代以来,以欧阳修为代表的文人,承前启后,规范文章写作,欧阳修《论尹

师鲁墓志》提出“简而有法”的碑文创作思想,其《代人上王枢密求先集序书》又倡导“言以载事,而文

以饰言。事信言文,乃能表见于世”[46]。欧阳修从理论和实践上纠正了蔡邕式正体碑志文的浮泛

华靡,也纠正了韩愈式变体碑文的险怪奇崛,将正体和变体有机统一起来,进一步完善了碑志文的

创作,可谓变而不失其正。自此之后,变而不失其正、平淡蕴藉遂成为碑志文的普遍创作倾向,而碑

志文体的独立地位也得以明确,这在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,不赘。
“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,它折射出作家、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、体验方

式、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、文化精神。”[47]在古人的观念中,文体有正变、雅俗、高下之分。古人

往往推崇正宗的、古典的、高雅的、朴素的、自然的文体,相对轻视时俗的、流变的、华丽的、拘泥过多

的文体。这就导致变体为文中出现了一种现象,即以雅正的和品位高的文体去改造流变的品位卑

下的文体,以提高其格调和品位,相反情况却十分罕见。韩愈发起古文运动即此例,欧阳修对韩愈

碑志文的改造亦属此类。清代桐城派在理论和创作上也都表现了“以古文为时文”的兴趣。这种变

体为文的习惯,就深层意义而言,反映了中国古代崇尚古典朴素与风滑的审美价值取向[48]。当然,
中国古典文体学家认为无论文章外在形式如何变化,但内在的体用“未尝变”。范应宾《文章缘起注

·题辞》云:“由两汉而还,文之体未尝变。……体者法也,所以非法体也,离法非法,合法亦非法,若
离若合,政其妙处不传,而实未尝不传。……不有体,何以拟议? 不知体之所从出,何以为体? 而极

之无所不变。”[49]此所云“文之体”指文章的本体,即文章的内质,姚鼐也强调体用不二。作为中国

古代重要的应用文体,碑志文无论如何流变,同样遵循此规律,具体表现如下:
第一,应用性是碑志文的基本功能。碑志文因殡葬礼仪而产生,悼亡安死,慎终追远,尽民俗礼

制之需,它首先是一种应用文,具有强烈的实用性。无论以何种体式创作碑志文,都要具备鲜明的

应用体征,可谓万变不离其宗。明人王行云:“凡墓志铭,书法有例,其大要十有三事焉:曰讳,曰字,
曰姓氏,曰乡邑,曰族出,曰行治,曰履历,曰卒日,曰寿年,曰妻,曰子,曰葬日,曰葬地,其序如此。
……其他虽序次或有先后,要不越此十余事而已,此正例也。其有例所有而不书,例所无而书之者,
又其变例,各以其故也。”[50]就碑志文写作的必备要素进行说明,这是正体、变体碑志文都应遵行的。

第二,追求应用性与文学性的结合,是碑志文的发展方向。就文体形态而言,蔡邕式正体碑志

文以叙事为本,层层铺叙,平稳质木,工整规范,更适合传统礼俗需要。而韩愈式变体碑志文倡扬儒

道思想,推崇名节观念,在叙事中议论抒情,使得碑志文成为与诗赋一样可抒情达意、展现文人个性

才思的工具,集应用性与审美性为一体,这在碑志文发展史上是一大进步。所谓质胜文则野,文胜

质则史,文质彬彬,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,是碑志文的必然趋势。韩愈体碑志文多为后世所法,正
如吴讷所说:“古今作者,惟昌黎最高。行文叙事,面目首尾,不再蹈袭。”[2]52

第三,碑志文以人为中心,是与人的生命结合得最为紧密的一种文体。无论正体、变体,碑志文

写人都追求扬善隐恶、记功彰美,但人无完人,对于人物功德的记载及颂扬,从来没有具体的量化标

准,这就容易导致谀墓倾向。从蔡邕到韩愈,虽然都倡导碑志文书写的真实性,但碍于多种因素,均
有谀墓嫌疑。《后汉书》云:“蔡邕谓卢植曰:‘吾为碑铭多矣,皆有惭德,唯郭有道无愧色耳。’”[51]顾
炎武《日知录》说:“蔡伯喈集中为时贵碑诔之作甚多,如胡广陈蹇各三碑,桥玄杨赐胡硕各二碑,至
于袁满来年十五,胡根年七岁,皆为之作碑,自非利其润笔,不至为此。”[52]而围绕着韩愈碑志文谀

墓与否,更引起了学界长期的争议,这是我们研究碑志文时应特别注意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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